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

魏 晓 娜 

内容提要：随着刑法立法观日益转向积极，刑法修正案不断增加罪名、降低入刑门

槛，刑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速裁程序试点和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的完善，均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从内在逻辑看，对认罪认罚的行为人

从宽处理，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依据。从外在价值上说，简易程序和速裁程

序的适用，均需要被告人认罪认罚作为正当化机制，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反过来需要

以从宽处理作为动力机制。随着速裁程序的试点，我国刑事审判已形成 “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三级 “递简”格局。但这一格局存在以下问题：着眼于

简化审判程序的改革无法有效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三种程序之间的繁简

分化程度不足；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适用率偏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从以

下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有效的审前分流机制，实现对审判案件总量的控制；进一步

分化审判程序，引入协商程序，改进速裁程序；引入程序激励机制。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　简易程序　速裁程序　审前分流

一、刑法修正对刑事司法系统的冲击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全球性风险社会的到来，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各类风险聚集
引发公共安全焦虑；〔１〕加之一些以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行政性管控措施的废

除，〔２〕中国的刑法立法观日益转向积极主义、功能主义，即重视通过刑法规范引导个体行

为、参与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突出矛盾。这种新动向在刑法修正案 （八）和刑法修正案

（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醉驾入刑；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动用刑事手段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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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 “２０１１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
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７０页。
例如１９９６年废除收容审查制度，２００３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２０１３年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严重丧失社会诚信的虚假诉讼、使用虚假身份证件、考试作弊等行为；将某些预备行为、

帮助行为规定为实行行为，立法上积极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法益侵害并及时跟进，确立相

对较低的行为入刑标准，等等。〔３〕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许多原来由劳动教养处理的行为

进入刑法调整的视野，犯罪门槛进一步降低。〔４〕其结果是刑事处罚的端口前移，刑法干预

社会生活的范围大幅度扩张。

　　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刑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１９９５年，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
是１６９０４０７件，２０１３年达到６５９８２４７件。〔５〕法院刑事一审收案数也随之持续上扬。图１显
示，１９９５年法院刑事一审收案数为 ４９５７４１件，２０１４年这一数字已达 １０４万件，２０１５年则
达到１１２６７４８件，增幅约１２７．２９％。再看法院工作人员的人数变化。１９９５年，全国法院工
作人员总人数为２８０５１２，法官人数为 １６８５７１；〔６〕２０１３年总人数为３３万，法官人数约１９．６
万；〔７〕２０１４年总人数为３６万，法官人数为１９．８８万。〔８〕近２０年法官人数增幅仅为约１８．０％，
远远跟不上收案数的增幅。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法院刑事一审收案数〔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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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１２４页以下。
参见熊秋红：《废止劳教之后的法律制度建设》，《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２４８页。
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 （１９９６—２０１４）》。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基本上没有正式、系统地公布过审判人员人数，因此本文列举的法院干警
人数和法官人数只能根据公开报道或者发表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关于１９９５年全国法官人数，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政治部 《〈法官法〉实施十年之回顾与进展》（《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辑），“１９９５
年法官法实施前，全国法官中研究生 ３５４人，仅占法官总数的 ０．２１％。”据此推算，全国法官总人数为
１６８５７１人。
我国 “法官人数已达到１９．６万人，约占全国法院总人数的 ５８％。”刘奕湛：《中国法官人数已近 ２０万人》，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ｅｇａｌ／２０１３－０７／２５／ｃ＿１１６６９０３５８．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５日访问。
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在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 ３日珞珈法学论坛上的发
言 “法院 ‘案多人少’的八大原因”。

１９９５—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法律年鉴 （１９９６—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数据来源于黄彩相： 《全国法院收结
案数量再创新高，审判工作取得新进展———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案件情况分析》，《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 ４月 ３０
日第５版；２０１５年数据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ｏｕｒｔ．
ｇｏｖ．ｃｎ／ｆａｂｕ－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１８３６２．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访问。



　　案多人少矛盾的产生，案件量的增加固然是主要原因，但现行司法体制、工作机制以
及相关程序制度也是重要因素。全国各级法院工作人员中约 ５８％是法官，其中又有相当一
部分任职于综合业务和行政部门。同时，法院内部司法辅助人员配备普遍不足，大量事务

性或程序性工作仍由法官承担。审判业务之外，法官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业绩考核压力，

相当一部分精力被消耗在劝访息诉等事务上。〔１０〕现有的程序制度也不利于缓解案多人少矛

盾。从审级制度看，除第一审外，第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都实行全面审查，各级法院无论

审级高低，都在事实问题上牵扯大量时间和精力。水平方向上，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依据学界共识，除理顺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者

关系外， “以审判为中心”将落脚于庭审实质化，强化庭审的举证、质证、辩论，推动证

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显然，这一改革对于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并非利好消息。为了解决案

多人少矛盾，在推进 “以审判为中心”，普通程序简化几无推进余地的情况下，“简者更简”

是否是一条更为现实的出路？

　　近２０年来刑事案件结构的变化为这一思路提供了实证依据。据公安部门统计，近年来
严重暴力犯罪的发案数下降，收案增量基本是轻罪案件，其在发案数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

如图２所示，１９９５年，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包括死缓）的重刑犯占

６３．１９％，到２０１３年就只有约１１％。与之相对，下文表 １显示，量刑在 ３年有期徒刑以下
的案件所占的比例到２０１３年已超过８０％。

图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包括死缓）的人数占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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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娜：《案多人少：法官的时间去哪儿了》，《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６日第２版。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的数据来源于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１９９６—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

法律年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参见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守护国家法治生态———２０１４年
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分析》，《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第５版。因１９９８年之后 《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不再显示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包括死缓）的人数，而 《中国法律年鉴》从

２００３年才开始公布这一数据，所以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数据缺失。



表１　轻罪 （刑）生效判决人数及占比〔１２〕

年份
生效判决

总人数

３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有期徒刑、

拘役缓刑
管制

单处

附加刑

免予

刑事处罚

轻罪 （刑）

总人数

轻罪 （刑）

率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１６３８ ３６５０３７ ７６６８３ ３０９２９７ １４８２９ ２２１２５ １８２８１ ８０６２５２ ７６．７％

２０１２ １１７４１３３ ３９５５７４ １１２７６６ ３５５３０２ １２８５３ ２３６０２ １８９７４ ９１９０７１ ７８．３％

２０１３ １１５８６０９ ４０５０３２ １３３０４４ ３５６５２３ １４６４１ ２４８１９ １９２３１ ９５３２９０ ８２．３％

　　相对于案件结构的变化，我国刑事诉讼自 １９９６年以后形成的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

二级 “递简”格局却无优势可言，其突出表现是 “繁者不繁”、“简者不简”。一方面，对于

疑难复杂案件、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普通程序的精细化、正当化程度还不够，庭审快速走过

场。〔１３〕另一方面，简易程序适用跨度大，程序相对单一，量刑３年以上和３年以下的案件，
除对审判组织和审理期限有不同要求外，简化程度没有明显区别，繁简分流、区别对待的

精神未能充分体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２０１４年 ６月颁布了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 “两高”在北

京、天津、上海等１８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８月，“两高”会同公安部、
司法部发布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试点工作正式启

动。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 “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２０１５年 ２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提出 “完善刑事诉讼

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赔案件的诉讼程

序、处罚标准和处理方式，构建被告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的分流机制，优化配置司法

资源。”同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工作规
划）》，提出 “推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分流机制”。２０１６
年３月，“两高”工作报告均将 “探索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探索检察环节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作为２０１６年工作重点之一。
　　速裁程序试点已经启动，我国刑事诉讼已形成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

三级 “递简”格局。此时为何又提出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它与三级程序 “递简”

格局的关系如何？如何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些恐怕都是迫切需要回

答的问题。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逻辑与价值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逻辑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撰文指出：“要加强研究论证，在坚
守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在刑事诉讼中对被告人自愿认罪、自愿接受处罚、积极退赃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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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法律年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日 “在北京市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



赔的，及时简化或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落实认罪认罚从宽政策，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

司法效率。”〔１４〕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 “从宽”可以是三种行为的结果：认罪、

认罚以及积极退赃退赔。

　　 “认罪”，一般是指被追诉人承认被指控犯罪事实的全部或部分。在不同诉讼制度、不

同程序环节中，认罪被赋予了不同的法律意义，因而对其内容也有不同要求。在英美对抗

式审判中，控辩双方的主张存在实质上的对立是审判有序展开的必要前提，但实际上并非

所有被告人都选择与控方对抗。因此，在案件被起诉到法院之后、开始审判之前，会有一

个专门的传讯程序对案件进行分流。〔１５〕只有在传讯程序中答辩无罪的被告人才会进入正式

审判程序，答辩有罪的被告人则直接进入量刑程序。所以，传讯程序中的被告人认罪是一

种答辩，具有特别的法律意义，即终结诉讼，其法律效力相当于民事诉讼中的 “自认”。相

比之下，法庭上的当庭认罪、警察讯问过程中的认罪只具有证据法意义，其效力如何，理

论上仍要受制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传讯程序中的认罪答辩并不要求被告人提供如同供述一

样的事实细节，被告人只需概括地承认有罪，法官经审查认为有罪答辩是被告人自愿、理

智的选择，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即可接受。〔１６〕在非对抗制的诉讼制度中，“认罪”更正式

的称谓是 “供述”或 “自白”，是证据的一种法定形式和法官自由评估的对象，其效力往往

受到立法有意的限制。〔１７〕既然是法官审查判断的对象，认罪就不能满足于概括地承认罪

行，而必须提供事实细节。基于同样的理由，在我国语境下， “认罪”是提供犯罪细节的

“供述”，不能仅是形式化的宣布认罪，因为供述比形式性的认罪宣告更容易反映出犯罪人

主观上的悔过态度。这既是追求查明案件真相所需，也可以避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沦为应

对案件压力的工具。当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 “认罪”，意味着对被指控犯罪事实的承

认和叙述，并不当然包含对罪名的认同，因为罪名的认定归根结底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所

以，如果供认了犯罪事实，但对认定的罪名不认同的，仍可构成 “认罪”。

　　 “认罚”，是指被追诉人接受司法机关提出的处罚方案。这里的处罚不应局限于刑事处

罚，还应包括其他性质的处罚措施。这一观点有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根据。首先，刑法

修正案 （八）和刑法修正案 （九）将一些原本属于行政不法和民事不法的行为纳入刑法规

范的范围，其立意不在于惩治犯罪人，而在于督促其履行义务、引导社会行为、解决社会

问题。例如，虽然实施了刑法第２０１条第１款列举的逃税行为，但同条第４款规定，“经税
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

事责任”。在这里，“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并接受行政处罚可以成为不追究刑事责

任的条件。其次，由于认罪认罚从宽的结果可能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止，此时对当事人

的不法行为施加刑事处罚已无可能，为全面追究其法律责任，应当有其他性质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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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柱：《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７日第６版。
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大陪审团对被告人提起公诉或者检察官提交起诉书之后，就要对被告人进行传讯。在

传讯程序中，会向被告人宣读起诉书的内容、向辩护律师提供一份起诉书复印件，然后要求被告人对每个指

控进行答辩，根据被告人的答辩决定是否进入正式审判程序。因此，传讯程序可被理解为正式审判开始之前

的一个分流机制。ＳｅｅＪｏｓｈｕａＤｒｅｓｓｌｅｒ＆ＡｌａｎＣ．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Ⅱ），ＭａｔｔｈｅｗＢｅ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０６，ｐ．１０．
同上书，第１７８页以下。
例如，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５３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予以衔接，因此，认罚不应局限于刑事处罚。

　　 “积极退赃退赔”里的 “退赃”，是指犯罪人将犯罪所得赃款或者赃物，直接退还被害

人或上缴司法机关；“退赔”，是指犯罪人因犯罪所得赃物已被非法处置或毁损而无法退还

被害人原物，采取折价方式直接赔偿被害人或上缴司法机关。 “积极退赃退赔”的关键在

于，通过主动、自愿的退赃退赔，可以对犯罪后果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补，挽回被害人的损

失，降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修复。

　　 “从宽”，应该理解为兼具实体性和程序性，〔１８〕即不仅包括实体处理上的从宽，也包

括程序适用上的从宽。前者例如，刑法第３９０条第２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
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

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后者例如，根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 （试行）》第１４４条第２项至第４项，“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作为人身危险性降低的表征而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

不予逮捕；根据 ２０１６年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 （试

行）》第１８条第７项，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与被害方依法自

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检察院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者变更

强制措施的建议。

　　对认罪、认罚和积极退赃退赔的被追诉人予以从宽处理，在理论逻辑上主要有两方面
的根据。一是客观上，行为人通过事后行为，修补犯罪后果，降低了社会危害性。二是主

观上，犯罪人事后的认罪、自愿接受处罚，或者积极退赃退赔的态度和行为，往往表明其

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不法性，说明其尚存在法规范意识，并有配合司法机关的意愿。这

表明行为人已有悔罪表现，人身危险性不大、再犯可能性较小，不再有通过严厉刑罚实现

矫正效果之必要。在实践层面，行为人是否自首、坦白，认罪态度如何，以及是否积极赔

偿，也是影响缓刑适用、罚金数额、刑罚轻重的重要因素。〔１９〕认罪认罚从宽与公诉案件当

事人和解有重叠，但旨趣不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旨在以从宽为条件，鼓励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放弃对抗，与公权力机关合作；当事人和解制度则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支配之下，

促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和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刑事案件的处理。当事人

和解以被害人同意为必要前提，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以被害人同意为条件。

　　 （二）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形式

　　认罪认罚从宽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一种是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脉络的实体
法上对自首、认罪、坦白、“确有悔改表现”等的从宽处理。例如，刑法修正案 （八）将坦

白从宽的刑事政策上升为立法，使其成为实体量刑规则。修正后的刑法第６７条第３款规定：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

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此后，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年发布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如实供述”和

“当庭自愿认罪”规定了具体而量化的从宽量刑标准。２０１５年，刑法修正案 （九）修改了

·４８·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１８〕
〔１９〕

参见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５４页。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方面的例证，参见文姬：《醉酒型危险驾驶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法学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１期，第１８４页。



刑法第３８３条，重订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也从量刑上体现了坦白从宽的精神。修
改后的刑法第３８３条第１款根据数额大小、情节轻重，分别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
档次；同条第３款规定，犯第１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
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可以根据数额大小、情节轻重的不同，分别予以从轻、

减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以上规定均是国家根据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单方面提供

给行为人的相对固定的量刑利益。在这种关系中，国家是主导者，被告人是相对消极的利

益接受者；提供利益的根据在于行为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和

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这种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在我国刑

法中不仅早已存在，而且在适用上不受案件范围的限制，甚至也可以不受诉讼阶段的限制。

但是，有学者主张侦查阶段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主要是担心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

威胁、引诱等不当方式取证。〔２０〕对此问题的回答，涉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设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功能之一在于破解特定案件中的侦查困境，发挥认罪的激励功能。刑

法第６７条第３款对 “犯罪嫌疑人”的强调，第 ３８３条第 ３款对 “在提起公诉前”的强调，

以及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８条规定的侦查人员在讯问时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莫不是围绕此一功能而做出的立法努力。因此，一概

排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并不妥当。至于非法取证，则需要通过加强侦查

讯问程序的人权保障来解决。

　　另一种制度形式是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着眼点不同，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协商程序，
而这应该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心。因为，如果仅仅是重申既有的刑事政策，则完

全没有必要作为国家司法体制改革重要举措提出。与上述第一种制度形式中国家以居高临

下的姿态恩惠式地给予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以某种量刑利益不同，在这里，国家开始以相对

平等的姿态与被告人协商，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上或程序上的利益来换取被告人的认罪。在

这一制度形式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趋于平等，从宽是协商的结果。然而，这种 “权力

—权利”关系的变化势必强烈冲击传统司法观，并伴随诸多问题和风险，因此，这种形式

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适用的案件范围应当作出严格限制。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外在价值

　　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关系重组、社会矛盾凸显、犯罪率升高、刑事案件数量逐年攀升，
直接导致处理刑事案件所需时间、成本与诉讼固有的公正诉求之间产生紧张。在国家层面，

将诉讼所需成本、时间限制在一个合理、较低的水平上，设计出快速、低成本的简化处理

程序就成为现实选择。然而，在个体层面，任何简化程序都意味着对诉讼权利某种程度的

减损。这一矛盾通常是通过引入当事人弃权这一正当化机制来化解的。程序越是简化，对

这种正当化机制的要求就越高。例如，美国的辩诉交易从根本上省略了审判程序，因而需

要两方面的弃权机制来确立其正当性：一是程序方面，被告人必须自愿、明智地放弃宪法

所保障的获得充分审判的权利及其涵盖的陪审团审判、与不利证人对质、反对强迫自证其

罪等一系列权利，〔２１〕即形成控辩双方在选择适用简化程序方面的程序合意。二是实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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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被告人通过在审前传讯程序中认罪，放弃了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即形成控辩双方在

判决内容上的实体合意。

　　以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刑事程序简化的探索和尝试。当时的简
易程序以案情简单、轻微为适用标准，而未以 “被告人认罪”为适用前提。２００２年，黑龙
江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孟广虎案以 “辩诉交易”方式结案，掀起了中国是否应引

入辩诉交易的大讨论。〔２２〕鉴于存在巨大分歧，辩诉交易在实践中迅速偃旗息鼓，但其所固

有的实体合意和程序合意机制却逐渐为学界和实务界所理解和接受。２００３年，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和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对简易程序的适用条

件进行微调，对被告人认罪案件试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要求 “被告人及辩护人对所

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以及 “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的

第一审公诉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程序。〔２３〕这明显是吸收了辩诉交

易的实体合意因素，但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２４〕在２０１２年刑事诉
讼法的修改中，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被大幅度拓宽，从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 ３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扩大到 “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即所有可

能判处有期徒刑的案件。这个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原来被告人认罪案件适用简化审理方式的

范围。〔２５〕除证据条件外，根据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还要具备两个方
面的条件：一是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二是被告人对适

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２６〕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的简易程序已经完全吸收了辩诉交易的实体

合意和程序合意机制。《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也将被告

人自愿认罪作为适用速裁程序的前提之一。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两高”提交的 《关于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也强调了速裁程序在实现认罪认罚从宽精神方面的功能：

“刑事速裁案件被告人被拘留、逮捕的占 ５２．０８％，比简易程序低 １３．９１个百分点；适用非
监禁刑的占３６．８８％，比简易程序高６．９３个百分点。通过减少审前羁押，对被告人从快处理、
从宽量刑，更加准确兑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精神”。

　　总之，我国刑事诉讼已初步形成了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三级 “递简”

格局。而决定具体程序适用的，有两条线索。一是案件的严重程度，从普通程序、简易程

序到速裁程序，所适用的案件的严重程度依次递减。在案件严重程度相近的前提下，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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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国内诉辩交易第一案审结》，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ｈｔｍ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０２０４／１９／２２４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 ２
月２９日访问。
参见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１条、第３条、第 ４条，以及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第１条。
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其 “出身”。根据２０００年立法法第８条第５项、第９项，“对公民政
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以及 “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事项，只能制定法律。普通程

序简化审理是在普通审判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外增设第三种审判程序，但它不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设立的，

而是 “两高”和司法部通过司法解释创设，直接突破了上述立法法的规定。

根据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第２条第 ２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
方式适用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以外的案件。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同时淡化了检察机关在适用简易程序方面的作用。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以 “人民检察院建

议或同意”为适用简易程序的必要条件，而现在只是简单规定人民检察院 “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

序”，不再将其意见作为决定性因素。



人认罪成为区分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另一条线索，即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

适用均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并以被告人对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自主选择为条件。

　　究其原因，国家通过立法设计出一系列简化程序以解决成本、效率问题，这种努力必
须要有来自当事人方面的最低限度的配合。这种配合既包括实体方面的认罪，也包括程序

方面对简化程序的自主选择适用。然而，无论是实体上的认罪，还是程序方面的自主选择

适用，对被追诉人而言都是利益自损行为。若从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非有额外的

利益作为驱动力，则难以期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上述两个方面主动配合。如此则需要

引入实体或程序上的从宽处理来作为动力机制，驱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追求个人利益

的过程中，主动配合立法者的设计，在实践层面实现降低成本、加速程序进程的立法目标。

因此，如果说简化程序需要被追诉人认罪来提供正当化机制，那么，被追诉人的认罪也需

要实体或程序上的从宽处理提供动力机制。由此可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功

能在于为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提供正当化机制和动力机制，提高其适用率，从而在

行动层面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就这一点而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服务于纾解案件压力的目

标，这是它所具有的外在价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不止于此。传统司法程序中的判决是强加给被告人的，判决
的执行依赖的是外部强制力，对被告人而言，这是一种他律的判决。如果被告人能够通过

自主认罪、选择简化程序，获得实体处理或程序上的优待，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地设

定了自己和他人、自己和社会未来的关系，被告人未来就更有可能放弃对抗，接受和服从

自己参与确定的判决内容。这样，对判决的服从就从他律的外在强制转化为自律的内在服

从。这在实践效果上，应该更有利于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侦查取证也有特殊意义。在现有的侦查技术条件下，口供仍然是
最重要的证据形式之一。尤其是在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例如贿赂犯罪案件中，无现场、

无被害人，案件的侦破在很大程度上仍要依赖口供，如何合法取得口供成为必须要解决的

问题。然而，随着刑事诉讼法对侦查取证规范的严密化，“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的引入，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以身体或心理强制为手段获取口供的方式已经被

立法明确否定。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适当转换侦查思路，从以身体或心理强制为手段的

取供，转向认罪认罚从宽激励下的自愿供述。因此，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格外鼓励犯罪嫌

疑人在侦查阶段坦白，而不仅仅是当庭认罪。例如，刑法第 ６７条第 ３款将可以从轻、减轻
处罚的坦白的主体限定为 “犯罪嫌疑人”，就明显有鼓励、督促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放弃

对抗、如实供述的立法意图。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也对坦白、认罪持鼓励态

度，而且对当庭认罪和审前的坦白在量刑上予以差别对待：越早坦白，可以期待的量刑减

让就越多。例如，该指导意见规定： “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

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１０％以下”；“对于坦白情节，综合
考虑如实供述罪行的阶段、程度、罪行轻重以及悔罪程度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２０％以下”。刑法修正案 （九）修改了贪污罪和

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 ３８３条第 ３款，如果犯罪嫌疑人 “在提起公

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里特别强调 “提起公诉

前”，仍然意在鼓励、督促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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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关键词展开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在实体法方面，有关认罪认
罚从宽的规定需要系统化、总则化。例如，刑法第 ３８３条第 ３款规定，犯贪污罪、受贿罪，
在提起公诉前如实陈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

有第１款第１项规定情形的 （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

罚；有第１款第２项、第３项规定情形的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可以从轻处罚。然而，这一集中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精神的条款，

目前却规定于刑法分则中，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而不能惠及积极退赃的普通财产犯罪和

经济犯罪，不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与这一规定的重要性不相匹配。〔２７〕

　　就程序法方面而言，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不能脱离我国现
有的程序环境；二是必须着眼于这一制度所应承载的价值和所应发挥的功能，检视现有制

度之不足，从而完善之。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精神的主要是

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然而，毋庸讳言，一旦进入实践层面，尤其立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应当具有的纾解案件压力等功能，就会发现目前的制度存在若干不足：

　　首先，着眼于简化审判程序的改革思路无法有效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目前
的程序分流主要局限于审判程序的繁简分流，而这对于调控审判案件总量、减轻办案压力

难以发挥作用。有效调控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总量，还有待审前分流机制的完善。

　　其次，程序的繁简分化程度不足。目前审判阶段的三级 “递简”格局最主要的问题是

“繁者不繁，简者不简”。就普通程序而言，由于目前尚未实现 “以审判为中心”，直接言词

原则尚未确立、证人普遍不出庭、被告人的对质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普通程序的发育并不

充分。就速裁程序而言，由于仍需开庭审理、仍需被告人到庭，其简化特性相对于简易程

序并不显著。就简易程序而言，其适用范围跨度极大，程序设计却相对单一，不同类型案

件的简化程度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层次化不够，是一种过于粗糙的处理方式。〔２８〕

　　最后，在进入法院的案件中，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率整体上不够理想。许多省
份反映，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简易程序的适用率并无明显上升，有的地方适用比例
反而有所下降。〔２９〕例如，２０１３年吉林省全省简易程序适用率为４０．６７％，２０１４年降为３８．２９％；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黑龙江省全省简易程序总体适用率为４９．３０％。〔３０〕根据 《关于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年 ８月 ２０日，１８３个试点基层法院、检察院共
适用速裁程序审结刑事案件１５６０６件１６０５５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判处１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案件的３０．７０％，仅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 １２．８２％。〔３１〕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适用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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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说明现有的激励机制存在问题。例如，虽然刑法和 《关于常见犯罪量刑指导意见》已

经确立了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坦白的实体激励机制，但目前的情况是，对选择

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并没有相应的程序激励机制，实体激励与程序激励不通约。〔３２〕而

且，现有的以量刑减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激励机制在严重犯罪案件中效果显著，即对可能

判处长期监禁刑的被告人比较有吸引力，但对轻微犯罪案件难以发挥预期的激励作用。以

坦白为例，根据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减

少基准刑的２０％以下。”据此，对于可能被判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人，应该说还是有
较大吸引力的。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可能判处非监禁刑或者短期监禁刑的

案件，这种量刑上的 “折扣”却很难产生相应的激励效果。在审前活动中，对于犯罪嫌疑

人认罪认罚，在是否批捕、是否取保、是否不起诉等方面，也缺乏相应的程序激励机制。

　　作为应对，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着力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第一，立法重心应从
审判程序简化延伸至审前分流机制的构建，以实现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的控制。第

二，进一步分化审判程序，拉开各程序之间的繁简差距，提高程序针对性。第三，改进激

励机制，除了量刑减让，还应构建与之并行不悖的程序激励机制。由此形成完善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的三个关键词：审前分流、繁简分化和程序激励。

　　 （一）关键词之一：审前分流

　　审前分流的主要目标是控制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功能的
发挥主要依赖两个程序节点：一是审

!

起诉环节。在美、英、日等国，立法或判例均明确

肯定检察机关享有相对广泛的起诉裁量权，即使行为构成犯罪且具备起诉条件，检察机关

仍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３３〕在法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也在事实上得到承认。〔３４〕德国

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２条规定了起诉法定原则，但德国立法机关于 １９７５年增设了两个例外，即
第１５３条和第１５３ａ条。第１５３条赋予检察官在轻微案件中无条件不起诉的权力；第１５３ａ条赋
予检察官附条件不起诉的权力：在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轻微案件中，如果检察官认为继续侦查会

占用太多时间，会向辩方表示，如果被告人同意履行一定的条件，例如向慈善机构或国家交纳

一定数额的金钱，检察官就会终止诉讼。在英国，根据 《２００３年刑事司法法》，如果行为人
是成年人、在正式的讯问中承认了罪行、存在充分的起诉证据，而且行为人理解警告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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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后果，那么检察官可以通过签署 “警告”终止诉讼。〔３５〕行为人接受并履行了所附条件

的，检察官将不再起诉。如果行为人拒绝了所附条件，或者表示接受所附条件但事后未能

遵守所附条件的，检察官可以重新起诉。〔３６〕由此可见，在这一程序环节，无论是何种不起

诉，其效果都是将不具有起诉价值的案件分离出审判程序，从而缓解审判阶段的案件压力。

　　二是提起公诉后、开始审判前。英、美实行对抗式审判，其理论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直
接的冲突与对抗，如果这种对立不复存在，既不必要也不能够再进行对抗式审判。为了保证进

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具备这一条件，正式审判之前设有专门的传讯程序进行分流。以美国为例，

在大陪审团决定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后或者检察官提交起诉书后，就要对被告人进行传讯，要求

被告人对指控作出答辩，被告人可以作出认罪、不认罪或者不争辩 （Ｎｏｌｏｃｏｎｔｅｎｄｅｒｅ）这三种
答辩。〔３７〕其中，认罪答辩具有规避审判的程序法功能，案件会直接进入量刑程序。〔３８〕

　　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我国取消了免予起诉制度，对于原来适用免予起诉的情形
———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３９〕———允许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

定，〔４０〕从而产生了检察机关有限的起诉裁量权。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又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中引入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此可见，在审

!

起诉阶段实现程序分流的两种制度雏形，我国

皆已具备。然而，这两种制度在不同层面均存在问题，影响着程序分流效果的实际发挥。

　　出于对滥用不起诉的警惕，在检察机关内部，拟作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全部都要上报检
察委员会讨论，且严格控制不起诉的数量或比例。对于承办案件的检察官而言，这往往意

味着更繁琐的程序和更复杂的手续，影响着检察官的实际行为选择。对滥用不起诉权的防

范和警惕原本无可厚非，但目前的内部行政控制方式一是损害了承办检察官的自主性，不

符合当下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二是不透明、不公开，难以杜绝不当干预。未来要发挥检察

机关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总量的调控功能，可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扩大到可能判

处１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同时，为防范起诉裁量权的滥用，目前的内部行政控制可
以转向外部诉讼制约，通过法院、人民监督员或者被害人进行防范。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目前难以发挥程序分流功能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适用对象范围过
窄，仅限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二是条件设置不合理。附条件不起诉的特点在于所附条件

的负担性，即把原本应由法院判决的部分财产性或劳务性负担放手给检察机关提前作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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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诉罪，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警察仍然可以通过签署 “警告”撤销案件。在英国，约

有２０％的成年人犯罪案件是通过 “正式警告”结案的。但是，警察无权作出 “附条件警告”。ＳｅｅＲ．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Ｂ．Ｇｏｏｌｄ，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ｉｃ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Ａｙｌｅｓｂｕｒｙ：Ｆｒｏｍ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ｏ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ＳｈａｍｉｎｇＣｅｒｅｍｏｎｉｅｓ？，Ｃｒｉｍ．
Ｌ．Ｒ．，１９９９，ｐ．１２６．
参见甄贞：《英国附条件警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１５８页。
“Ｎｏｌｏｃｏｎｔｅｎｄｅｒｅ”的字面意思是 “我对此 （指控）不争辩。”虽然不是认罪，但它在刑事诉讼中与认罪答辩

具有同样的效果。“不争辩”对被告人的主要好处是，它在根据同一行为提出的民事诉讼中不能作为认罪来

使用。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被告人只有在法庭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作不争辩的答辩，法庭要考虑当

事人的理由并权衡有效执法方面的公共利益才能批准这种答辩。ＳｅｅＦｅｄ．Ｒ．Ｃｒｉｍ．Ｐ．１１（ａ）．
认罪答辩之所以能够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还与对抗制审判的一个内在特点有关：英美对抗制审判只致力于

定罪而不负责量刑，量刑传统上并不属于审判的一部分。因此，一旦罪与非罪的问题不存在原则性争议，就

没有必要进行审判。

参见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１条。
参见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２条第２款，该规定为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３条第２款所沿用。



定，以惩罚犯罪人、安抚和赔偿被害人，修复被破坏了的社会关系。而目前所附条件纯粹

是监督考察式的，〔４１〕无法承载该制度原本应当具有的功能。三是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

内，由检察院负责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４２〕对检察机关来说，这意味着需承担额外

的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顾虑。

　　未来的改革应针对以上问题，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进行调整。首先，适用对象可以考
虑扩展到认罪的成年人刑事案件。据统计，２０１３年全国法院生效判决刑事案件约１０５万件，
其中判处１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案件约占总量的３８％。〔４３〕这部分案
件的数量相当可观，如果能够通过鼓励认罪而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将在相当程度上减轻法

院的负担，节省司法资源。其次，所附条件应尽量合理化，体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有的

功能。这方面可参考德国的暂缓起诉制度和英国的附条件警告制度，所附条件可以是犯罪

嫌疑人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为社区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从而体现一定的惩罚功能；还

可以是赔礼道歉、向被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从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修复。最后，

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的监督考察，既具有执行属性又具有监督属性，应交给司

法行政机关主导的社会服务或者社区矫正机构负责。考察期限届满，这些机构向检察机关

提交报告，由后者作出最终决定。

　　 （二）关键词之二：繁简分化

　　如前所述，在三级 “递简”格局中，普通程序 “繁者不繁”，速裁程序 “简者不简”，

而简易程序的适用跨度过大、缺乏充分分化。其中，对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应当区别情

况进行调整。对于简易程序，应当将其中可能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分化出来，
另外设立协商程序；对速裁程序则应彻底简易化，改造成原则上不开庭的快速处理程序，

从而最终形成 “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协商程序—速裁程序”的四级 “递简”格局。

　　１．引入协商程序
　　协商程序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为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或者合意留有一定空间的案件
处理方式，这与传统的国家单方面施与刑罚的 “强加型司法”形成鲜明对比。〔４４〕在现实的

案件压力下，协商程序已经跨越传统的法系壁垒，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除英美率先践

行的辩诉交易外，在奉职权主义为圭臬的欧洲大陆，随着犯罪率的高涨，也先后引入形式

多样的协商性案件处理机制。〔４５〕２００４年，我国台湾本着 “明案速审、疑案慎断”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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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７２条第３款规定，“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
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

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参见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７２条第１款。
数据引自仇飞：《专家解读轻微刑事案件速裁试点：正义来得更快了》，《法治周末》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０日第４版。
ＳｅｅＦｒａｎｏｉｓｅＴｕｌｋｅｎｓ，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ＭｉｒｅｉｌｌｅＤｅｌｍａｓＭａｒｔｙａｎｄＪ．Ｒ．Ｓｐｅｎｃｅｒｅ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６４２．
欧洲大陆国家引入协商程序，必须绕过各种刚性的制度障碍 （例如起诉法定原则），因而协商性司法形式有

各种各样的 “变形”。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欧洲大陆主要国家均已确立协商性司法形式。例如，法国

１９９３年通过刑事诉讼法第 ４１－１条引入刑事调解 （ｍéｄｉａｔｉｏｎｐéｎａｌｅ）制度，通过第 ４１－２条引入刑事和解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éｎａｌｅ）制度；２００４年，法国在经过周密的立法论证后创设了庭前认罪程序。德国的暂缓起诉制
度、处罚令程序环节均为协商留下了空间；２００９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 ２５７ｃ条，作为 “潜规则”存在

了三十多年的 “供述协议”实践终于在正式立法中得到确认。意大利于 １９８８年以特别程序的形式，引入了
“依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和简易判决程序。



对于 “进入审判程序之被告不争执之非重罪案件”，〔４６〕增设协商程序。在国际法层面，协

商程序也受到推崇。１９８７年，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通过了关于 “简化刑事司法”的第１８
号建议，鼓励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中采用认罪答辩程序。〔４７〕《罗马规约》在创设国际刑事

法院的同时，也引入了认罪协商程序。〔４８〕上述比较立法例，为我们设立新的协商程序提供

了重要的制度参考。

　　 （１）案件范围
　　关于适用协商程序的案件范围，各国立法不尽一致。英、美基本没有限制，但在欧洲
大陆，除德国外，一般会对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施加限制。在法国，庭前认罪程序仅适用

于主刑为罚金或５年以下监禁刑的轻罪。〔４９〕在意大利，量刑协议可以在通常的刑期基础上
打１／３的折扣，只要打折后的刑期不超过 ５年，即 “交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可判处 ７．５
年以下刑期的犯罪。我国台湾的协商程序适用于 “除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最轻本刑三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者外”的所有案件。〔５０〕

　　考虑到协商程序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可能发生抵牾，也为了减少协商程序可能
引发的负面效应，对其适用范围应予以限制；而且，在协商程序试行之初，其适用范围不

宜过宽，宜从严把握。从前述表１反映的情况看，在我国，量刑为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案件所占比例到２０１３年已超过８０％，加之简易程序也以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是否超过３年
为程序分界点，〔５１〕协商程序的适用范围可以考虑暂定为可能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案件。但是，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鉴于其性质或严重程度不同于普通刑

事案件，应当被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另外，为鼓励被告人选择适用协商程序，应明确给

予选择适用协商程序的被告人以１／３的量刑减扣。
　　 （２）程序环节
　　协商程序一般包括三个程序环节：被告人认罪、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审核。
　　第一，被告人认罪。协商程序启动的前提是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

罪事实没有异议”。所谓 “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必须是提供犯罪事实细节的 “供述”，而

不能是笼统的形式化的认罪。《罗马规约》第 ６５条 “关于认罪的程序”和 《罗马规约程序

规则》第１３９条对认罪提出两项要求：（１）被告人必须在充分咨询律师的基础上自愿认罪；
（２）被告人承认的犯罪事实须为证据所支撑，认罪必须建立在足够的事实基础上。为避免
被告人的认罪沦为形式化的认罪宣告，并保证认罪的自愿性，我国未来在构建协商程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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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我国台湾 “刑事诉讼法”２００４年４月７日修正案之立法理由。
Ｒｅｃｏ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８７）１８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ｔｏＭｅｍｂ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参见 《罗马规约》第６５条 “关于认罪的程序”和 《罗马规约程序规则》第１３９条。
同时，以下几类犯罪被排除适用庭前认罪程序：未满 １８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虚假新闻罪、过失杀人
罪、政治罪以及追诉程序由专门法律规定的犯罪 （如税收方面的犯罪等）。在司法实践中，案情过于简单的

案件一般也不适用庭前认罪程序。参见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４９５－７条至第４９５－１６条。
参见我国台湾 “刑事诉讼法”第４５５条之２第１项。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２１０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可以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也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判”；第２１４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
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根据这两条规定，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３年与否，决定着
简易程序适用不同的审判组织构成和审判期限。



也应保证被告人认罪时有律师在场，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认罪。

　　第二，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对于可能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被告人自
愿认罪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据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与辩护方就相关事宜进行

协商。至于协商的事项，我国台湾 “刑事诉讼法”第４５５条之２第１项将之限定于：“一、
被告愿受科刑之范围或愿意接受缓刑之宣告。二、被告向被害人道歉。三、被告支付相当

数额之赔偿金。四、被告向公库或指定之公益团体、地方自治团体支付一定之金额。”即，

协商的事项既可以是量刑协商，也可以是负担协商。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２５７ｃ条，德国
的 “供述协议”中可以协商的事项更为广泛，包括能够构成判决及其所属裁定的内容的法

律后果，案件查明程序中的其他的程序性措施，以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１）法院有
权采取的措施，例如批准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和调查收集证据的决定；（２）被告人有权做
出的行为，例如放弃进一步调查取证的申请、作出供述以及承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３）检
察官和附带起诉人有权做出的行为，例如放弃诉讼继续进行的申请。对此，我们可以立足

于刑法总则第３章的规定，博采众长，规定就以下事项可以进行协商：（１）被告人可被判
处的刑罚；（２）刑法第３７条和第３７条之一规定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和刑法修正案 （九）增

设的从业禁止措施；（３）刑法第３６条规定的由犯罪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
（４）特定的诉讼行为，例如变更强制措施。经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检察机关应当按照协
商结果提起公诉，并附具明确的量刑建议。

　　第三，法院审核。法官应着重审核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犯罪事实的真实性；二是检察
官提议的刑罚的适当性，即所提议之刑罚是否与犯罪情节、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

三是程序的运作是否合乎程序要求，例如，律师是否在场、检察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

以及被告人认罪是否明确、自愿、非出于外在压力，等等。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性，法院

应当在受理案件后的１０日内讯问被告人；讯问时，应告知被告人享有的法定权利以及因适
用协商程序而丧失的权利。如果法官确认被告人自愿认罪、放弃诉讼权利，而且认定犯罪

事实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协商的刑罚适当、程序合法，则可以在控辩双方协商的范围内作

出判决。否则，将恢复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３）协商程序判决的救济
　　被告人在程序终结前，可以撤销对协商内容的同意，要求恢复适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
程序。被告人撤销同意的，在后续的审判程序中，被告人先前所做的同意以及相关陈述，

均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协商程序终结后，原则上不得提起上诉，但被告人的认罪、协商不

具有自愿性，或者案件不属于协商程序适用范围的除外。

　　２．改进速裁程序
　　根据 《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 《速裁程序

试点工作办法》），目前的速裁程序适用于危险驾驶等 １１种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 １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法院审理速裁案件仍采

取开庭的形式；对被告人自愿认罪，退缴赃款赃物、积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取得被害

人或者近亲属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关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显示，试点期间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占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的 １２．８２％。但下文表 ２显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间非徒刑生效判决人数所占生效判决总人数的比例到 ２０１３年已达 ４７．３％，

·３９·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



如果将判处１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人数也计算在内，比例会更高。与之相比，目前速裁程序的
适用率还是太低了。适用率不够理想固然有多方面原因，但程序不够简化，尤其是审前程

序仍未纳入快速通道，以及对被告人缺乏足够吸引力，无疑是主要原因。而且，目前速裁

程序的设计没有与简易程序拉开应有的差距，没有照顾到审判程序整体的繁简格局。针对

上述问题，本文建议对速裁程序进行如下调整：

表２　非徒刑生效判决人数及其占比〔５２〕

年份
生效判决

总人数
拘役

有期徒刑、

拘役缓刑
管制

单处

附加刑

免予

刑事处罚

非徒刑生效

判决人数

非徒刑生效

判决人数占比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１６３８ ７６６８３ ３０９２９７ １４８２９ ２２１２５ １８２８１ ４４１２１５ ４２．０％

２０１２ １１７４１３３ １１２７６６ ３５５３０２ １２８５３ ２３６０２ １８９７４ ５２３４９７ ４４．６％

２０１３ １１５８６０９ １３３０４４ ３５６５２３ １４６４１ ２４８１９ １９２３１ ５４８２５８ ４７．３％

２０１４ １１８４０００万 ５４９０００ １９０００ ５６８０００ ４８．０％

２０１５ １２３２６９５ ５５６２５９ １８０２０ ５７４２７９ ４６．６％

　　 （１）适用范围
　　目前速裁程序适用范围的确定，基本上是比较谨慎的。由于适用速裁程序仍可能判处
有期徒刑实刑，故鉴于程序公正的要求，速裁程序的简化程度受到了限制。本文认为，可

以将速裁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和量刑范围适当分开，〔５３〕即适用范围可以保持不变，但量刑

范围应进一步明确：原则上只能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且判处的

刑罚不得超出当处刑罚的２／３。这样处理，一方面为速裁程序的进一步简化卸掉包袱，另一
方面因适用速裁程序本身即意味着量刑方面的大幅度优惠，会大大增加对被告人的吸引力。

　　 （２）程序设计
　　本文建议针对现行犯和非现行犯设计不同的程序。在非现行犯的场合，建议对 《速裁

程序试点工作办法》进行两点改革：一是将速裁程序适用意向告知提前到侦查讯问阶段，

以发挥第一轮的认罪激励效应；二是法院审核书面化，不再要求被告人必须出庭。具体说

来，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除根据

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１１８条 “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

规定”以外，还应当告知适用速裁程序的相关规定，尤其是告知犯罪嫌疑人在速裁程序中

诉讼权利所受到的限制，以及选择适用速裁程序可以得到量刑方面的优惠。之所以提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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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数据系在表１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法是：从 “轻罪 （刑）总人数”中减

去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人数”，再除以 “生效判决总人数”，即得出 “非徒刑生效判决人数占比”。２０１４年数据参
见袁春湘：《依法惩治刑事犯罪，守护国家法治生态———２０１４年全国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情况分析》，《人民法院
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７日第５版；２０１５年数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２０１５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情况》，《人民
法院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日第４版。
将案件适用范围与量刑范围分离的立法例，如德国的处罚令程序适用于地方法院独任庭 （量刑权在 ２年监禁
以下刑罚）及舍芬庭 （基层法院的陪审法庭，由１位法官和２位陪审员组成，量刑权为２—４年监禁）管辖的
案件，但适用处罚令程序判处的刑罚仅限于罚金、剥夺驾驶许可等刑罚；在被告人有辩护人的情况下，也可

以判处１年以下自由刑缓刑 （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０７条第２款）。类似立法例，还可参见意大利刑事诉讼
法第４５９条第１款。



知，而不是如 《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办法》第 ５条规定的那样，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
审

!

起诉时建议检察机关按速裁案件办理，主要是因为提前告知更能够发挥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激励功能，督促犯罪嫌疑人放弃对抗、尽早坦白，从而有利于节省侦查取证资源和

成本。犯罪嫌疑人认罪并选择适用速裁程序的，即可签署知情同意书；公安机关向检察机

关移送起诉意见书，应当一并移送知情同意书；检察机关接到起诉意见书和知情同意书后，

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核实相关证据，认为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提出书面的包含量

刑建议的处罚意见，连同案卷和证据一并移送法院审查决定；法院经阅卷认为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认定准确、建议的量刑适当的，即可按照处罚意见签署判决，并

在判决中告知被告人可以提出异议。

　　在现行犯的场合，可以建立 “侦—审”快速通道。公安机关拘留行为人之后，可以在

现场进行讯问；经告知权利，犯罪嫌疑人认罪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之后，可以将其直接带至

法院，法官经讯问并审核后可以当场作出判决。通过这样的快速通道，不仅可以快速解决

在速裁案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醉驾案件，而且可以大幅度缩短由刑事拘留造成的羁押。

　　 （３）救济和正当化机制
　　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但在收到速裁判决的 １０日内，可以向法院提出
异议，然后根据不同情况，案件可以转由协商程序、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审理。由于速裁

程序极大地限制了被告人的审判权，故需要特别的正当化机制。本文建议采取事前同意和

事后异议的双重机制，来确保速裁程序的正当性。〔５４〕即在适用速裁程序之前，需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认罪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而事后异议即如上述。

　　 （三）关键词之三：程序激励

　　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提高速裁程序、协商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率，需要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目前以 “认罪—量刑减让”为主要形式的激励机制主要存在两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这种机制将目标仅锁定于鼓励认罪，对于被告人是否选择适用速裁程序、

简易程序则完全不加考虑，其后果是形成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高认罪率〔５５〕与速裁程序、简易

程序低适用率并存的局面。二是如前所述，这种机制在可能判处长期监禁刑的案件中具有

较为显著的效果，但在大量存在的、可能判处短期监禁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中，则很难产生

相应的激励效果。

　　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转换立法思路，引入程序激励机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对选择适用速裁程序、协商程序和简易程序的被告人，就其程序选择本身提供一定的量

刑优惠。例如，根据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

以减少基准刑的２０％以下”。被告人如果同时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可以考虑在此基础上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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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都采取事后异议机制；日本的简易命令程序既有事前同意机制，又有事后

异议机制。参见法国刑事诉讼法第５２７条；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４０７条第 ３款、第 ４１０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
第４６１条；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４６１条之二、第４６４条。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日 “在北京市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专家论证会上的讲话”指出，

“大部分案件，被告人都是认罪的，诉讼争议已基本不存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汪瀚在 ２０１６年 ３月
“两会”期间的发言指出，“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大部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到位，案情简单、情节轻微且被

告人认罪”。参见王春：《浙江省检察长汪瀚首谈绿色司法理念，严防案多人少问题成为司法 “雾霾”》，ｈｔ
ｔｐ：／／ｗｗｗ．ｌｅｇａｌ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ｚｔ／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０３／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５２３０１２．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访问。



少基准刑的１０％；如果符合协商程序的适用条件并选择适用协商程序，可以考虑减少基准
刑的１／３；如果符合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并选择适用速裁程序，原则上不判处有期徒刑实
刑，且判处的刑罚不得超出当处刑罚的２／３。二是对在较早诉讼阶段坦白的犯罪嫌疑人，在
程序上予以从宽处理，即将犯罪嫌疑人尽早坦白作为其社会危险性较低的一个重要体现，

优先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处刑较轻的轻微犯罪案件，不捕不诉等程序性处置往往

可以发挥更大的激励功能。目前我国检察系统中已存在 “和解不捕”的实践，〔５６〕２０１６年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 （试行）》也将 “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

议”列为检察机关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的根据。〔５７〕在此基础上，可以

考虑将侦查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坦白，也作为其社会危险性降低的表征之一，在审查

批捕时予以考虑；对于坦白并选择适用协商程序、速裁程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以不捕为

原则，优先选用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性强制措施。

四、制度风险及其防范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会冲击证据制
度，甚至会改变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现有的力量对比，波及司法体制。对于上述连带

效应，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和制度准备，难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会误入歧途。

　　例如，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６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
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第５１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
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对案件真相的追求，可以说是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本质上说，真相是排斥任何形式的妥协、协商和交易

的。协商程序的引入，会不会违背这一基本原则？更具体地说，协商程序是否意味着必须

容忍一个更低的证明标准？无独有偶，具有浓厚职权主义色彩的德国在正式确立 “供述协

议”制度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对此，起草法案的德国联邦司法部的态度是：“刑事诉讼

的基本原则不变，协商并不是法院作出判决的基础和前提，法院仍将致力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

现”。新增的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５７ｃ条也指出： “第２４４条第２款的规定不受影响。”〔５８〕为
此，德国没有采用美国的认罪答辩机制，协商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认罪答辩，而是为了得

到被告人的供述；法官仍然要致力于查明真相，在综合审查全部证据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因此，“供述协议”并非处理案件的机制，而仅仅是发现真相的工具。本文主张供述协商基

本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即尽量不牵动基本原则层面的价值冲突。由此，关于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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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第１４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
疑，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或者不予逮捕：…… （四）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经审查，认为和解系自愿、合法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 （试行）》第１８条规定：“经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具有悔罪表现，不予羁押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释放或

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七）与被害方依法自愿达成和解协议，且已经履行或者提供担保的”。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２４４条第２款规定：“为了调查事实真相，法院应当依职权将证据调查延伸到所有的对于裁判
具有意义的事实、证据上。”这是德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核心条款。根据这一原则，

法院不受被告人供认之约束，必须致力于调查实体法事实真相。参见 ［德］约阿西姆·赫尔曼：《〈德国刑事诉

讼法典〉中译本引言》，载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引言第１６页。



的问题就有了解答：在协商程序中证明标准并没有降低，只不过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从严

格证明转变为自由证明，不再恪守普通程序中的程序规则，尤其是直接言词原则；法庭在

讯问被告人的基础上，结合案卷、其他证据作出判决。

　　又如，为了纠正实务中过于偏重口供的倾向，立法对口供持贬抑态度。例如，２０１２年

刑事诉讼法第４８条列举证据的法定种类时，有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列于物

证、书证、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之后。第５３条则明言：“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

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然而，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进，势必无形中会抬高口供的地位；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性规

范措施，实践中偏重口供的侦查陋习势必大幅反弹。而且，口供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

制度的生命线，如果自愿性无从保证，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就丧失了正当性。为此，我国应

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程序，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确立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权，

以程序规范确保口供的自愿性。同时，２０１２年刑事诉讼法第 ５０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

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为防止量刑减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构成不当引诱，从而导致认罪丧失自愿性，适用协商程序时予以刑罚减让的幅度应控制在

当处刑罚的１／３的范围内。

　　再如，引入和完善审前分流机制，使得检察机关成为案件分流的中枢；扩大酌定不起

诉的适用范围直接强化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附条件不起诉从未成年人案件扩展适用

于成年人案件，不仅意味着起诉裁量权的扩张，而且通过附加具有一定惩罚性的不起诉条

件，部分地将实质意义上的刑罚权由法院转移给了检察机关；设立协商程序，检察机关的

量刑建议基本上决定了判决内容；改革速裁程序，检察机关的处罚意见在通常情况下会直

接成为判决结果。不难看出，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乎每一个举措都会涉及检察机关，

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导致检察机关权力的扩张。由此，检察机关成为整个司法系统的中

枢，刑事司法的重心发生了位移。权力扩张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制约跟进，否则难

以杜绝权力的滥用。参考域外立法例并立足我国现有制度资源，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引

入或强化对检察机关权力行使的制约：其一，法院的制约。对于检察机关以附加金钱或者

劳务义务为条件作出的暂缓起诉决定，可参考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１５３ａ条，要求相应的管辖

法院之同意。〔５９〕法院的同意可以是内部程序，而不必作出裁定。〔６０〕其二，被害人的制约。

可以参考德国的强制起诉程序或日本的准起诉程序，〔６１〕完善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的监督与

制约。其三，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可以参考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６２〕完善人民监督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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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国语境下的关键词展开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３ａ条第１款规定：“经负责启动审判程序的法院和犯罪嫌疑人的同意，检察院可以对轻
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同时对犯罪嫌疑人施以负担和指示，如果该负担和指示适宜消除所涉及的公共利益且

此惩戒程度与罪责程度不相悖”。见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岳礼玲、林静译，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
第８０页。
关于法院的同意可以是内部程序的观点，参见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宗玉琨译注，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第１４６页注４。
“强制起诉程序”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７２条；“准起诉程序”参见日本刑事诉讼法第２６２条至第２６８条。
关于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参见陈效：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实施现状评析》， 《人民检察》２０１４年第 ７
期，第６９页以下。



与案件监督的程序，实现监督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强化人民监督员决议的约束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现代刑事司法在案件压力之下，已经很难抵制形形色色的
“交易”司法、协商程序的渗透，但协商程序远非完美。它以当事人双方之合意取代立法中

体现的公意，模糊了立法和司法的界限，破坏了权力分工体制，隐含着以当事人之间的利

益妥协损害刑事立法公共利益的风险；它损害了司法的公开性、法律适用的平等性，侵蚀

了中国刑事司法二十多年来一直努力确立的程序公正原则，隐含着无辜者被定罪的风险，等

等。〔６３〕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对上述问题和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并

有针对性地构建起制度防火墙，如此才能保证这一制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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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关于协商性司法的问题和风险，参见魏晓娜：《背叛程序正义：协商性刑事司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
版，第１６１页以下。




